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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料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已

经成为历史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并在中学历史课堂

上得到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史料教学缺乏“史

料实证”素养的关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出现

种种异化，遮蔽了本真。英国是较早启动历史课程

改革的国家，十分重视史料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使

用，期间也曾出现种种问题，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

发展的方向。在我国大力推进素养本位课堂落地的

大背景下，英国历史课堂教学变革的这些经验或许

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新历史科”的史料教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历史教育彻底陷入

危机，历史课成为“无用且无聊”的学科。在应对

危机的过程中，英国历史教育界在“新历史科”理

念的引领下将历史教育的核心确定为培养学生的历

史思维能力。“新历史科”的倡导者认为学习历史

不应该只是去记住过去发生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

去学习怎样获得关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在他们看来，

历史并不是一个知识体，而是一种“凭借一些特定

的技能和观念分析过去的方法”。[1]作为“新历史

科”最为典型的代表，“学校历史科委员会”的研

究计划：“历史 13-16”（简称 SCHP13-16）的课

堂教学常常被贴上“证据教学法”（evidence-based 

approach）的标签。在“新历史科”理念的影响和

SCHP 13-16的推动下，史料教学逐渐成为英国历

史课堂教学的正统。尽管对此争议颇大，但进入 80

年代以后，“重视学生对历史知识性质的理解，特

别是对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成为

大多数历史教学工作者的共识。[2]正因如此，将史

料引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通过史料体验历史学家

所面临的问题，在运用史料作为证据重构历史情境

的过程中学习一些历史学家的心态和方法，成为英

国历史课堂教学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做历史学家”的活动。其中，在史料

中“发现”证据，进而构建历史认识，既是基础工作，

也是核心要义。英国学者汤普森（D. Thompson）

认为：

“新历史科的核心，是培养学生更加深入地、

辨析地运用资料作为证据，这包括鉴别和阐释相关

的证据；联系不同的证据并认识到这些证据之间可

能有的矛盾；识别证据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以及是否

能充分证实一个肯定的结论；评估证据的可信度，

如是否带有偏见；根据资料作出判断或提出‘说

法’，并联系相关的资料以确证所得出的判断或‘说

法’。”[3]

蒂姆·洛马斯（D.Thompson）在《历史理解的

教学评价》一书中的《证据》一章也提出了在史料

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证据的10种教学方式，包括“编

写第二手的材料”“分类”“考虑错误与矛盾之处”“适

当的史料”“探查工作”“概述史料”“转述材料”“质

疑”和“推断作者”以及“运用史料”等。[4]从中

不难发现，在英国历史教学研究者看来，让学生接

触史料只是手段，培养他们将史料转变为证据的思

维能力和实作技能才是关键。在“新历史科”的倡

导者看来，这些观念和技能是公民素养的有机组成

部分，对于个体成长和社会适应都大有裨益。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应试的压力，史料教学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偏离了“新历史科”倡导者提倡

的理念，其真实的意涵被形而上学的技术主义遮蔽，

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步入了形式化

和机械化的泥潭。上世纪 90年代，英国皇家督学

团（HMI）的一位高级官员承认有的教师的确在布
置机械化的学习任务并训练学生对于史料片段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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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的回答。[5]

二、史料教学的迷失与反思
托尼·麦克利维（Tony McAleavy）编写了大量

的学校历史教科书，主持过多项颇具影响力的历史

教育研究项目，对英国的历史教学具有独到见解。

他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 1910年至 1998年英国学校
历史课堂中史料的运用情况，既肯定了之前发生在

历史课堂上的种种变革，也指出史料教学在过去的

二十多年里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问题。首先是由于阅

读能力较差的学生对于摘录过多的史料难以入手，

史料教学无法顺利开展。因此，短篇幅的引用材料

成为教科书编写、教学和考试的主流。但是，新的

问题也随之而来。短篇幅的史料信息容量极为有限，

很难容纳有关史料的时代、文化和社会背景等信息，

往往造成学生无法在事实背景下深入解读史料，对

于低学力的学童来说，更是感到困难和枯燥。另外，

过于强调史料的可靠性，不断要求学生“发现”史

料的偏见，辨析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就如同

以往的死记硬背一样令他们感到无聊。[6]菲儿·史密
斯（Phil Smith）借用了本·沃尔什（Ben Walsh）虚
拟的人物——学生格里（Gerry），分析了以格里

为代表的学生在形式化和机械化的史料教学中遇到

的困难。在参与历史探究活动时，格里往往显得无

能为力，通常会使用僵化的术语作为借口，从而逃

避深入的思考。这些陈腐的术语包括“这是有偏见

的”“这是不可信的”“这是第二手史料，所以它

是不太有用的”以及“这是第一手史料，所以它是

比较有用的”等。当格里对探究问题感到彻底绝望

时，他关于证据的观念会退回到更低的层级，声称

“我不知道，因为我并不在那里”。[7]其实，在格

里这些漫不经心的回答背后正是史料教学在应试压

力下逐渐扭曲、异化的真实状况。为了应对考试，

格里的历史老师不断地向他灌输考试的经验，这使

得格里仅能识记若干术语，但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

术语。换句话说，格里只是记住了“偏见”等语句，

但并没有掌握其内在蕴含的思维能力和史学技能。

虽然格里是虚拟人物，他的情况也属于个案，但确

实反映了英国史料教学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

迷失。

托尼·麦克利维（Tony McAleavy）深刻地揭示
了史料教学在形式化和机械化的表象下不断迷失本

真的内在机理。在他看来，SCHP 13-16的方法论
“建立在学生能够模仿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进行历

史探究的假设之上”。但是，这样的模仿在多大程

度上接近真实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历史学家真的耗费大量的时间苦苦思考研究结论的

偏见、可靠性和暂时性吗？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真

正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运用原始史料中的证据和其

他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针对过去的某一方面构建一

个被证实了的并且论证充分的叙述”。由此可见，

史料教学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研习史料，史料只是

起点，研习仅是手段，真正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史

料中探求证据，凭借证据构建论证充分的结论，在

此过程中习得有助于个性发展的史学素养。

三、史料教学的革新与转型
针对史料教学出现的窘境，一些关心英国历史

教育的教师和研究者结合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不少

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海蒂·勒科克（Heidi LeCocq）
提出学生在评估史料的证据价值时应该超越“偏见”

等词的束缚，学会去权衡基于史料的历史主张的确

定性程度。[8]菲儿·史密斯（Phil Smith）在文章中
也指出应该放弃“偏见的”“第一手史料”“第二

手史料”等话语，让学生关注真正的议题，即评价“由

史料得出的历史主张的确定程度”。[9]这些认识实

质上是要求史料教学回到“新历史科”的原点处。

按照“新历史科”核心人物丹尼斯·谢米尔特（Denis 
Shemilt）的说法，学生在接触史料的过程中应该“关

注那些声称为知识者的证据基础是什么，关注各家

历史论述所内涵的是些什么发展逻辑，以及那些因

果解释是依循些什么形式逻辑”。[10]应该说，英

国历史教学工作者在 2000年前后针对史料教学出
现的种种异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思，与之相伴

随的是英国历史课堂教学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发生了

实质性的革新。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克里斯

廷·康塞尔（Christine Counsell）称之为一场关于史
料教学的渐进的、集体性的重建。[11]“为史料而史料”

的教法、“以史料为史料”的学法遭到系统的批判，

在历史学习中关注史料的证据价值，真正做到“论

从史出”和“史论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共识。英

国史料教学在世纪之交的这次革新既是一场观念与

方法的重建，也是一次对“新历史科”本真的回归。

“历史科的中心之事在于发展对历史探究的方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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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理解”，“新历史科”这一最重要和最根本

的主张在批判和反思教学现实的基础上得到了人们

愈加深入的认识。[12]

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历史学是通过对

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

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13]针对因“史料”和“证

据”的概念混乱造成史料教学低效化的困境，不少

关心历史教学的学者和教师明确提出要在历史课堂

教学中重视从史料到证据的转变过程，并将这个过

程放入历史探究的程序中，开展史证教学（evidential 
work），从而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evidential 
understanding或是 evidential thinking）。实际上，

史料教学与证据意识的培养本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

方面，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两者有着密切的

关系。从史料教学到史证教学的转型概括起来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整体上对以史料为证据的

教学流程进行设计和规范；二是创新基于史料的教

学策略，关注史料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证据价值。

2007年出台的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对此也做出了相
应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证据的使用”

作为关键进程之一，明确规定了相关能力指标。课

程标准的变化引起了英国历史教学工作者进一步的

重视和探讨。

四、对我国史证教学的启示
一是关注问题的设计。需要明确的是，正是因

为有了问题，史料才有可能变成“证据”。我们是

比较不重视这一点的，拿来史料就用，好像这就是

证据，混淆了史料与证据的界限。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无法接触到高层次的证据观念，所以也就谈不

上培育“史料实证”素养。“一个设计合理且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应当既可以在学生头脑中营造认知冲

突，也具有开放的内在结构。”[14]好的课堂探究问

题来之不易，史学阅读的积淀自不必说，对学情有

一个相当的熟悉程度也很重要。此外，还要考虑探

究问题与教学目标、课本内容的适切度。应该说，

探究问题的设计对教师学科教学知识（PCK）提出

了极大挑战。在这方面，教科书和教辅资料、教学

期刊以及优秀课件、教案可以为一线教师提供很多

帮助。

二是关注史料的辨别。在史学研究中，有个“孤

证不立”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只有一条史料证明

某个史实或史论，那么这个史实或史论是不可靠的，

因为我们无法证明这条史料的真实性。这就说明史

料的真伪正误需要借助两条以上的史料相互勘校才

能判定。所以傅斯年先生才提出，“假如有人问我

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

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

不同的史料”。[15]在比较史料的过程中，教师要特

别注意反证法的介绍和运用，因为在梁启超先生看

来，“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

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16]从史料到史料证据的

转变实际上就是在去伪存真、删繁就简的过程中搜

集证据，这既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也应是史证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教师要注意教学现场的

史料研习与研究现场的史料整理具有形式上的相似

性和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对后者有限的临摹，

追求的是学生的过程性体验。因此，史料研习必须

在教师的精心设计和悉心指导下有计划的开展。

三是关注论证的空间。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观点，

并不预设标准答案，鼓励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允许学生“犯错”。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看，这

样的教学设计为学生体验“论从史出”的过程创设

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激促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

热情，让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使用证据建构历史

的学习活动中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史论结合”。

这一点时常被那些过于关心“正确”答案的历史教

师们所忽视，但它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证教

学的成败与否。

【注释】
[1][10]陈冠华：《英国历史教育改革理念之历史科的内容》，

《清华历史教学》1999年第 10期。

[2]（英）Rosalyn Ashby，刘城译：《历史课堂的史料教学》，

《清华历史教学》1982年第 2期。

[3][12]（英）D. Thompson著，叶小兵译：《理解过去：程

序与内容》，《清华历史教学》1996年第 7期。

[4]（英）蒂姆·洛马斯著，叶小兵译：《论史料教学》，《历

史教学》1998年第 2期。

[5][11]Christine Counsell. "Disciplinary Knowledge for all, the 

secondary history curriculum and history teachers’ achievement", 

The Curriculum Journal , Vol.22, June 2011.

[6]Tony McAleavy, "The use of sources in school history 1910-

1988: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eaching History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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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或课后讨论等方式要求学生将你认为最主要的

原因或者是有逻辑关系的因素联结起来，哪些原因

你认为是最重要的，哪些原因是长期存在并不起关

键因素的，仔细推敲这些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因

素应该如何厘清并做重要性排序。要知道，历史中

的因素不都是同等重要，有些是关键因素、有些则

是背景因素、有些可能决定事情的发生情况、有些

可能影响事情的发展程度；因果关系也不像多米诺

骨牌一样使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是复杂的网络

相互连结，若缺少任何一项条件，就有可能让事情

改变。这样，学生在回答的过程中，将零散的历史

知识与核心概念做联结，从而组成有意义的知识网，

才能够增进自我学习、思考的效能，并认识到历史

解释应如何做到合理性和客观性并存。因此，开放

式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更多思考空间，启发学生探

究解释因果关系时，应注意每一项条件的意义与重

要性为何，以加强事件间的因果联结，而这些问题

的最后都请学生解释理由，对因果解释的思维训练

具有积极性的意义，也能激发学生的学生动机。

笔者虽未在辛亥革命一课中尝试开放式的回

答，但在明朝丞相制度废除中做过不成熟的探索。

笔者展示出内阁设立的一系列材料，包括朱元璋性

格、胡惟庸简介、张居正生平、丞相制度在明初的

设立情况、内阁权力日增的情况，要求学生根据材

料的展示排列逻辑顺序，并解释为何，哪些材料是

因果关系，哪些关系是平行关系，哪些材料可以相

互佐证等问题。由于贵州异地教学，从现场反应来

看，学生对解释为什么要这样排列非常感兴趣，对

没有“标准答案”略感失望。开放式教学模式的问

答由于没有标准答案，反而能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发现、探究历史问题，以自主建构合理的解释与论

述，为因果关系在教学的落地提供另一平台。

综上，因果关系在中学教学中地位无疑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历史研究者无法避免的。就目前考查

要求来看，因果关系的教学在中学阶段的落地可以

通过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来达到。

但无论运用哪种教学模式，学生的思维锻炼是否达

到才是我们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单纯机械式的

展示材料并得出答案的教学方式恐怕在日后的教学

中再也难以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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